
话语之弧：中西资源探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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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真假、善恶、美丑，始终是衡量文艺价值的主要坐标。 是以，中外文艺界在认识
论、价值论和审美向度上进行了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论争。 然而，立场和方法使然，真假、善
恶的界定尚且没有明确的定义，美丑就更不必说了。 这其中既有时代社会的原因，也有民族、
群体、个人的取法，很难一概而论。 但同时这又不能否定相对的客观美、普遍美，譬如母爱，又譬
如爱情，乃至自然山水之美。如此，问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反过来，这种复杂性促使美学不断发
展。联系到“三大体系”建设，如何找到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公约数和同心圆，便是文学原理的话
语之弧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即如何在建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同时，凸显话语体系之纲。
关键词 “三大体系” 话语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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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七周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提出文学原理学批评
话语这个议题，不仅有利于在“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的精神向度上正本清源，而且对于
推进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亦当不无裨益。当然，
重构文学原理的话语之弧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屈为比附，孔子的大同思想

与共产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
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拉丁词源也即公社
或大同（communis），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大同理想
是乌托邦， 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却建立在历
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然而，作为界定、评判或鉴赏标准的中外文学

原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
先，何为文学？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成了大问

中国立场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

主持人语： 在消费文化、网络文学等通俗文化形式不断冲击既有文学与文化观念的当下，重写文学
史、重构文学理论的追求应当呼应发展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需要，服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应只是简单重复西方立场与方法，而应立足中国大
地、体现中国立场、弘扬家国情怀、呼应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为此，本刊特刊发三篇论文，它
们分别从新时代文艺精神和文学原理重塑、当代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创新、反思 19 世纪文学思潮并“重返”
19 世纪等角度，对外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立场与理论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进新时代我国文
学理论，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建设。

学术主持人：蒋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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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西方语言中文学一词大抵
来自拉丁文 litterae，意为用文字（littera）创造的作
品，由文字应用者（litterator）创作而成。 这其中基
本上只有文，“学”字却是阙如或隐含的。 直至《作
者之死》之类的作品流行起来，并一发而不可收。
在我国，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这个由文和学组成
的偏正结构越来越难有定评， 以至于有人不得不
以虚构和非虚构笼而统之地来加以言说。 但与此
同时， 它分明又被规约为文学创作的结果———作
品，甚至“文本”。而后者分明是西方结构主义的产
物，具有强烈的作品本位主义色彩，用罗兰·巴特
的话说：“作者死了”①。然而，作者果真可以被杀死
和忽略不计吗？本项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用最简
单的话说，作品犹如孩子，固然有其相对独立的品
格，却也不可避免地遗传了作家的基因。至于接受
或欣赏或批评的“学”，无论多么广义，也总要通过
这一个作品、 这一个或这一些人物来有意无意地
接近作家之道。 当然，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其相对
的独立性也便应运而生，而读者、批评家或鉴赏家
既可以由此及彼关注作者意图、从出土壤，也可以
借作品本身纵横捭阖、自成逻辑。但完全忽略作者
的结果只能导致唯文本论和自话自说的泛而滥

之。于是，大量类似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那
样的著述开始充斥文坛。
俾便考查， 我们可以分别由兹追溯到先秦和

古希腊时期。 老子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道德经》）， 意思是终极真理并不容易说
明。 但是，到了五代十国，我们也便有了“大道至
简”（《还金述》）的体认。这就等于说真理是最朴素
的，也是可以言说的。 在西方，柏拉图也非常怀疑
诗人能够接近真理， 并雄辩地否定了摹仿论和诗
人的价值。在《理想国》中，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影子
的模仿者，完全不值得重视。他甚至扬言要将诗人
们逐出理想国。②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很快推翻
了这种假说，并且认为摹仿是诗的核心。而文艺的
不同仅仅在于摹仿时“采用的方式不同”③。
其次，文学从来不是空穴来凤。作为特殊的意

识形态， 文学的发展明显依赖物质基础和生产力
发展水平。 譬如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
戏剧（或律诗）、成年的小说（或传记）是文学的一
种规律。 这是由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论述推演
的， 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所自也。 又譬如自上而

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也不
失为一种概括，而辩证唯物主义所由也，盖因经典
的逆反或悖反一直没有停止。所谓自上而下，是指
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 倘
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基

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
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 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
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
展，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几
乎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 由高
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
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是谓
下现实主义。
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

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
经说得很多。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动作
（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情节的核心所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
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 ④

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
所取代， 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
的一个明证。 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
小， 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
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由大到小，也
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
上述五种倾向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之后的自由

主义思潮中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众所周知，自由
主义思潮自发轫以来， 便一直扮演着为资本主义
快车润滑剂的角色， 其对近现代文学思想演进的
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人文主义甫一降世，自由
主义便饰以人本精神， 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
西方的封建残余。它同时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
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 技术主义和文
化工业蒸蒸日上。 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文主义
或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前
面说过，14 世纪初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晨光熹
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傲慢和贪婪。
未几，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
惊心动魄， 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
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十日谈》。 15 世纪初，
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 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
笑、恶搞充斥文坛。 16 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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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 伊拉斯谟则复以邪恶的快
意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
的“那样东西”，且惟有“那样东西”。 17世纪初，莎
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中左右开弓， 而塞
万提斯却通过堂吉诃德使人目睹了世风日下和遍

地哀鸿。 18 世纪，自由主义在启蒙的旗帜下扯下
面具，并进一步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从而加速了
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拓展。 一
不留神几百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 不论你愿意与
否，世界已被跨国资本拽上了腾飞的列车。
且说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

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其虽不能涵盖文
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
当然，文学，尤其是文字时代的文学，作为个

性化智力和情感等复杂元素量子纠缠的产物，自
然具有极为丰富的个人色彩。是以，一切概括只能
是大而化之，倘能涵盖文学之冰山一角，则作者幸
甚。诚如柏拉图所言，关于家具的理念不能代替具
体家具，反之亦然。这就牵涉到一般与个别的辩证
关系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精湛
的论述，在此不妨举凡一二：一是马克思关于存在
与意识的关系； 二是毛主席关于社会实践与正确
思想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
虽然典出岳麓书院的朱熹匾， 但其中的差别犹如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孔子的大同思想。
再次，在审美维度上（当然不仅仅是审美），从

先秦时代的载道说到魏晋时期， 从亚里士多德到
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都经历了自相对单一到相对
多元的发展过程。虽然笼统地说，审美批评终究离
不开社会历史批评和伦理批评， 三者量子纠缠般
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
对审美批评的美学向度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与评

骘。 只要界定适度、规约得当，审美批评的相对独
特性和规律性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相对而言，早在魏晋时期，我国文人的审美自

觉达到了很高水平。 所谓魏晋文学自觉其实主要
指审美自觉。在这方面，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
中有过不少论述。 他认为魏晋以前的文学太注重
实用。 魏晋文艺改变了儒家传统， 达到了艺术自
由。因此他崇尚魏晋和唐宋文艺，尤其是魏晋。⑤客
观地说，曹氏父子对文学的重视逐渐启发、聚集了
一大批文人。 随之出现的“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社团风生水起。 文学主题和题
材不断拓展。 玄学在整合黄老和借鉴外来资源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田园诗在陶渊明笔下悠然
自得，宁静致远；玄言诗在谢灵运、谢朓的带动下
完成了向山水诗的重大转变；边塞诗应运而生，并
与宫体诗相映成趣。 形式上，五言诗日趋繁荣，七
言诗方兴未艾，抒情赋和骈文臻于圆熟，《山海经》
《搜神记》《幽明录》等散文体传奇或谓小说大量萌
发。 而这些前后左右都为《文心雕龙》的“横空出
世”奠定了基础。
刘勰无疑是我国文学原理学的开山鼻祖，尽

管在他之前不乏零星著述。比如《论语》中的“思无
邪”是孔子确立的一种文学标准，它主张文学作品
从内容到形式要委婉曲折，力戒直露、偏激。同样，
“兴”“观”“群”“怨”也不失为一种原理性概括。 至
于“文以载道”或老庄的“道法自然”观、“朴素而天
下莫能与之争美”说（《庄子·外篇·天道》）则从不
同角度对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产生了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巴洛克

时代恰似我国文学由相对单纯或笼统的载道论、
朴素观到相对复杂的主体意识和美学意识的演

化。 虽然早在汉代，甚至先秦，文学的主体意识已
然初露端倪，但真正产生质效的却必得在魏晋南北
朝。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说”⑥，
理由是曹丕的 《典论·论文》； 继之是鲁迅所说的
“曹丕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论⑦。
从此，“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胫而走。 ⑧这其中许有
侧重的不同， 但把魏晋时代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
时代几乎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然而，近来有学者提
出异议，比如认为汉代已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其依据是：一、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证明汉代的
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 成为独立的
门类；二、《后汉书·文苑列传》证明汉代对文学体
裁有了较细的区分和认识；三、扬雄的《解嘲》、张
衡的《二京赋》证明汉代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
觉的意识。⑨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总体说来，无论从
体裁的数量还是对文学自身关注的程度而言，汉
代均不可与魏晋时期同日而语。 这中间也有一个
量变与质变的问题。 而且，两相比较，也明显存在
着“为他”和“为己”的区别。相对而言，汉代文学并
未摆脱较为单纯的“载道”思想，而魏晋文学却已
有相当一部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取向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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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曹丕的“文气说”，又比如阮籍、嵇康之后的玄
学，再比如后来普遍崇尚的“诗赋欲丽”和南北朝
形式主义，等等）。尤其是从曹丕、陆机到刘勰（《文
心雕龙》）、钟嵘（《诗品》），孔孟老庄思想同佛教化
合，才真正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诗学，并逐渐形
成了 “言”“象”“意”、“气”“韵”“神”、“境”“影”
“镜”、“色”“空”“虚”等有虚有实、虚实相间的审美
意象。 与此同时，体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小
说和新的诗体（如古诗变体、长短体、小诗）以及律
体的逐渐形成、山水诗和色情文学，等等。 其中的
极端表现，便是后人批判的“六朝文风”，即所谓身
居江湖，心怀富贵；虽奉释道，却写艳情；口谈清
修，体溺酒色。 总之是浮虚淫侈、华艳绮丽之风盛
极一时。鉴于国内已有无数同行就此作过论述，本
文从略。
同样，巴洛克时代是西方文学思想、文学体裁

和文学形式普遍产生、定型的时期。拿西班牙文学
为例， 其巴洛克时期同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似
有诸多相近之处。首先，那是中世纪以后的一个相
对动荡的时代。 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以
及对外战事不断，造成经济凋敝、民生困顿，西班
牙作为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开始
坍塌。其次，人文主义现实主义逐渐被形式主义所
取代。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荒淫奢靡的君
主贵族取代教会，掌握了文学的领导权。一如陈后
主“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南史·陈后
主本纪》），费利佩三世（史称腓力三世）非但没有
卧薪尝胆，反而沉湎于酒色，致使国事荒废，大权
旁落。宠臣莱尔马公爵专权腐败，给西班牙经济带
来了更大的不幸；二是在莱尔马公爵执政时期，一
方面，西班牙上流社会继续骄奢淫逸，回光返照，
肆意挥霍美洲金银；另一方面，为阻止新教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渗入，西班牙大兴文字狱（这正是神秘
主义诗潮产生的历史原因之一）。 于是，一些作家
诗人文过饰非，竭尽矫饰、机巧之能事，从而助推
了巴洛克文学的发展和兴盛。这时，文人墨客已经
大都不再是能文能武的“骑士”，一些文坛泰斗完
全变成了依附宫廷甚至迎合王公贵胄荒淫奢侈、
附庸风雅的玩家。
当然，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巴洛克主义的

产生也是欧洲封建主义盛极而衰， 甚至回光返照
的产物，其中的华丽、雕琢、矫饰既有反市民价值

和逆人文主义的一面， 同时又与人文主义难分难
解。故此，巴洛克主义首先兴盛于西班牙教廷及其
宗教诗、宫廷诗是顺理成章的。执著于斯的也大多
是王公贵胄和宗教诗人、宫廷诗人，一般平民作家
很难企及。
于是，回归希腊罗马、彰显市民价值的浪潮开

始在西班牙出现反动。 许多作家因不再满足于古
典方法和人文主义现实主义而求新求怪。 这也是
神秘主义和巴罗克风格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而
且二者经常合二为一。 17世纪是西班牙巴罗克文
学的全盛时期，并且在西班牙风行一时，各种体裁
无不受其影响，首先是诗歌，戏剧次之，小说则更
次之。 贡戈拉和克维多被认为是西班牙诗坛的两
座并峙的高峰。前者把巴罗克主义推向了极致，是
谓夸饰主义；后者苦心孤诣地制造警语，是谓警句
主义。戏剧中的巴罗克风格则主要体现在台词（多
为诗体）和舞台设计方面，但同时也有题材的繁杂
和剧情的铺张方面的因素。总体说来，巴罗克艺术
拓宽了西班牙文学的表现空间， 也极大地丰富了
文学的表现方法， 但同时也因过分强调雕琢而不
同程度地使自己滑向了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从而
对后来的西班牙语文学，甚至西班牙语以外的文学
（如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产生了深刻、持久
的影响，一如繁冗至雅的西班牙皇家礼仪。
于是，西班牙诗坛虽然思潮奔涌、流派庞杂，

但总体上愈来愈趋于唯美、 崇尚曲尽其妙。 一方
面，人文主义深入人心，但多数诗人开始突破“文
艺复兴”运动的古典倾向，转而寻求新方法、新形
式，并最终把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推向了极端。于
是，西班牙诗坛大有“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
绕膝生”（袁牧《咏岳飞》）和“满眼生机转化钧，天
工人巧日争新”（赵翼《论诗五绝》）的味道。
巴洛克文学的形式主义、 唯美主义倾向固然

扩宽了文艺的审美疆域， 但就认识论和价值论而
言，却未必完全契合世界文学主潮，尽管 19 世纪
晚期生发的象征主义和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尤其
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幻想美学一定程度上继承

和发扬了有关传统 （包括中国志怪传奇和西方哥
特式小说）。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幻想美学便是从
美学的高度总结和擢升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审

美理想。尽管它们同样未必自洽世界文学的主潮，
但较过去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甚至一时间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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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占据了文学原理的半壁江山。
无论从文学实践还是文学原理的角度看，西

方现代主义或先锋思潮在有意无意地反对资本主

义和大众消费文化方面较之保守的巴洛克文艺有

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自然包括 20 世纪上半叶的
新巴洛克主义风潮， 同时也包括多少有些矫枉过
正的审丑美学。
形式主义在一些先锋思潮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一方面，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的
变迁导致文学内容、 文学观念的变化， 而文学内
容、 观念的变化又往往直接影响文学形式和创作
方法的演化。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观
念与方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但是从以往文学作
品的产生方式看，形式却常常取决于内容，方法取
决于观念。因而，传统的说法是形式美的关键在于
适应内容，为内容服务，与内容浑然一致。 另一方
面，随着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传统遭到了不同程
度的颠覆。 形式主义强调审美活动和艺术形式的
独立性，不仅认为形式决定内容或形式即内容，甚
至淡化或排斥内容， 进行非对象化写作或零度写
作。这显然是美学观念中的另一种极端，难免失之
偏颇。简而言之，人们对内容和形式通常是有所偏
废的。 但是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主义
美学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突变， 为艺术更好
地表现一定的内容开拓了多样化手段和思路。 譬
如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形式的艺术、结构
的艺术、时间的艺术。
但是，最初的文学（包括小说出现之前的神话

传说、英雄史诗和古典戏剧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
遵循了一维时间的直线叙事形式，以致莱辛、黑格
尔等艺术大师断言同时发生的事情都必须以先后

承续的序列来描述。中国古典作家则常以“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与莱辛、黑格尔等不谋而合。所以，
时间的“艺术性”并没有得到真正地体现。 写人从
少年、成年到老年，写事由发生、发展到结局；顺时
针和单线条是几乎所有古典小说的表现形式。 由
于时间尚未成为一个问题，因此海阔凭鱼跃，天高
任鸟飞，洋洋洒洒、从从容容道来便是。
然而， 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和自然是复杂

的，事物并非都是循序渐进的。 除了直线以外，存
在着无数种事物运动形式。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形
式主义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时间（同时也是结构）实

验。人的心理活动不全是遵循自然时序，按照先后
程序进行的。 首先，时间是客观的，但人们感受时
间时却带着极强的主观色彩。同样一个小时，对于
张三来说可以“瞬息而过”，而对李四却可能“度之
如年”。 即便是同一个人，对同样长短的客观时间
也会有“时间飞逝”或“时间停滞”之感。 这些感觉
是人们受不同情景刺激所产生的心理现象。 爱因
斯坦在相对论中曾诙谐地比喻说， 一对恋人交谈
一小时， 比一个心烦意乱的人独坐炉前被火烤十
分钟，时间要“短”得多。其次，时间是客观的，但艺
术时间却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可塑性。 千里之遥、
百年之隔，尽可一笔带过；区区小事、短短一瞬，写
不尽洋洋万言。 文学对时间的最初的艺术加工就
从这里入手。 因为无伸无缩， 文学就成了生活本
身，何况心理活动虽然发之有因，变之有常，且可
以古往今来，天南海北，自由跑马；艺术想象亦如
此，“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浮想联翩，时空错乱，
微尘中见大千，刹那间显始终。 再次，时间是客观
的，但速度可以改变时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
地论证了时间与运动的关系。譬如，飞速行驶的列
车之内的时间值不等于候车室里的时间值， 尽管
差之甚微。尚能以超光速运行，所导致的将是时间
的倒流和因果的颠倒。
简而言之， 事物本身的变幻运动特性导致了

相对的“时空情景”，迫使艺术家对客观时间进行
艺术处理。 况且，大凡艺术不但要逼肖自然，而且
要高于自然。前面说过，小说的艺术时间要是被捆
绑在只进不退、匀速前进的时针上，就成了生活本
身（其实是自然的客观现象本身）。 所以把小说的
叙事时序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 是世界第一位
小说家必须面临的任务。 最初的小说虽然都以时
间顺序对种种事物作纵向的串联， 把读者的一门
心思栓系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上，但
它们已不同于记账簿或编年史， 对时间进行了
“冷”“热”处理，即时值处理，将时间任意“缩短”或
“拉长”。 这样用一个“不觉光阴似箭”可以把从甲
子年到壬戍年或更长的时间浓缩为短暂的一瞬，
反之亦然。 这些恰恰是艺术凝聚力和透视力的表
现。 后来的小说家出于表现内容和吸引读者的需
要（也许是受了回忆这一人的心理活动的启发）开
始切割时间，换一换事物的先后关系、秩序。 于是
倒叙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倒装的叙事序有利于强

陈众议：话语之弧：中西资源探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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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果、制造悬念，它使最初的小说结构和形式产
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尽管它本质上仍是顺时
序的：写人从死跳回到生，再从生写到死；叙事从
结果跳回到起因，再从起因说到结果。
现代小说形式变化依然是从时序切入的。 由

于对传统小说时序的突破， 遂有了故事结构和叙
事程式的巨大变革。 而形式主义的兴起大大地助
推了这种变革。这其中虽有科技突飞猛进、现代人
生活节奏加快和时间不断升值的原因， 以至于传
统小说那种舒缓、平直的静态描写和单线、纵向的
表现方式常常显得“很不适宜”，但力图在尽可能
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尽可能广阔的生活画面、 丰富
的现实内容，却是许多现代小说家的共同愿望，更
是形式翻新的需要。 这就迫使人们打破传统叙事
模式，在艺术时间上做文章，以至将视线投向电影
等典型的时间艺术，从中吸取养分，获得借鉴。 此
外，随着心理描写的加强和意识流小说的出现，西
方文学明显内倾。 内向的文学遵循人的意识、潜意
识和无意识等不受三维空间和时间的一维性制约

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性、纵向性。 现在、
将来、过去可以同时或颠倒出现，回忆、梦境、幻觉、
想象任意交织。在现当代欧洲文学中，乔伊斯的《尤
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称得上是率
先在艺术时间上有重大突破并且影响深远的作品。
必须强调的是，美绝对不仅仅是形式，无论是

魏晋玄学还是西方巴洛克文学， 无论是形式主义
还是幻想美学，都背负着沉重的“去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包袱。与此同时，在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
属性时我们又不能将审美维度置之度外。 毕竟美
是文学话语的重要维度和本质特征。 文艺之所以
最具感染力也是因为它除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维

度，还有审美的维度，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功
能，正是“莎士比亚化”式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
合和相互绥化。 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学者重新拥抱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重要目的之一。 无论如何，19
世纪西方文学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文学的集

大成者，尤其是小说。 在这方面，蒋承勇教授领衔
的著述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重构。那么，我国文学的
高峰是否也应该重新确认呢？ 至少将被夏志清等
西方学者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让曹雪芹和
鲁迅不再继续成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家”。
至于审美与审丑，则只有一线之隔，却界线越

来越模糊不清。 历数中外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不
难看出个中蹊跷。 而这恰恰是重塑审美原理的理
由。自从 19世纪罗森克兰兹提出审丑美学至今，各
种审丑逐渐下滑，进而抛弃了他关于写丑是为了审
美，即反衬美、凸显美的美学宗旨，转向了以丑为
美、终使丑学与厚黑学殊途同归。 而这更是文学原
理适当回归正途、重构新时代美学的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 文学评论的严重八股化和 “标准

化”（实则是西化或技术理性化） 是否也应该被清
算呢？读文学评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味同嚼蜡，
以至于完全淹没了文学的话语力量， 而且大有自
话自说、与创作实践渐行渐远的趋势。这能不对文
学创作产生负面影响吗？ 我们的前人是这样书写
的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这样写作的吗？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艺领域的话语体

系必须建立在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基础上。 反思中
西审美之维在特定社会现实面前的不断摇摆和离

合，有助于形塑新时代文艺精神。早有学者匡谬正
俗，先我就形式主义、现代性和异化等源自近现代
文明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高见， 我只不过是从旁
增点添滴而已。 顺便说一句，真正的文化自觉、大
学风范乃是进退中绳、将顺其美。 无论中学西学，
古来今往，皆扬弃有度，并且首先对本民族的文明
进步、长治久安有利；其次才是更为宽泛的学术精
神、客观真理、世界道义等等。 虽然两者通常相辅
相成、难分伯仲，但若考虑到美欧对我国崛起的态
度或今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的命运，
则孰先孰后，不言自明。
此外，学者施米特在反思现代性时就曾说过，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世俗的时代”⑩。除了伊拉斯
谟所说的那个唯一重要的东西、 那件唯一重要的
事情而外，輥輯訛就是资本统领下的井井有条：使一切
精神劳动也走向下半身和市场化的轨道。 遣散了
庄严，驱逐了崇高，解放了原欲，远离了审美，那么
等待人类的便只能是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或“娱
乐至死”！
总之，真假、善恶、美丑，始终是衡量文艺价值

的主要坐标。 是以，中外文艺界在认识论、价值论
和审美向度上进行了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论争。
立场和方法使然，真假、善恶的界定尚且没有明确
的定义，美丑就更不必说了。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
原因，也有民族、群体、个人取法的相左，很难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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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 但同时这又不能否定相对的客观美、 普遍
美，譬如母爱，又譬如爱情，乃至自然山水之美。如
此，问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反过来，这种复杂性
促使美学不断发展。联系到“三大体系”建设，如何
找到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公约数和同心圆，便是话
语之弧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即如何在建构学术体
系、学科体系的同时，凸显话语体系之纲。 而文学
原理的重构无疑是文学话语之魂， 如何正视上述
问题、关注下列问题，已然历史地置于我辈肩上。
一、囿于唯文本论、学术碎片化和某些虚无主

义风潮的扫荡， 近几十年我国在去意识形态与意
识形态批评、 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
对立中不断摇摆， 甚至大有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
义倾向，譬如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
好在我们具备丰沛的现实主义思想、 深厚的伦理
学传统和审美批评经验， 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不
断深入人心， 有关方法获得了创造性继承和创新
性发展，并在“不忘本来”的同时，“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 如今，如何从文学原理学的高度重新审视
真善美不仅条件成熟，而且任务紧迫。这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要求，也是“三大体
系” 建设中争夺话语权和攀登学术高峰的不二法
门。 同时，出于对虚无主义、唯文本论和碎片化的
反拨， 我们也要警惕唯社会历史批评或唯意识形
态向度的矫枉过正。 因此，适当的、有效的审美批
评和形式批评将为 “三大体系” 建设提供纠偏机
制，使思想、教诲更好地如盐入水、化于无形，后者
正是马克思倡导的“莎士比亚化”。
二、东方西方、男人女人等二元概念遭到了反

本质主义者的攻击。 然而， 二元论不等于二元对
立， 而否定二元论恰恰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
的绝对性， 从而很大程度上滑向了反本质主义的
本质主义，或谓虚无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反
二元论与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窠臼。
三、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的确，语言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借用袁可嘉先生对西方现代派的指
涉，解构主义也正是出于片面的深刻性，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片面夸大能指与所指的相对性和延异
性， 却无视其中的规约性和常识性———约定俗成。
因此，所谓文本之外一切皆无不仅仅是结构主义的
问题，同时更是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问题。
四、随着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发展，突破

边界成为许多学者的关切。这没有问题，因为文学
的触角从来都深远地指向生活的所有面向。 问题
是，文学及其研究方法固然是发展的，但同时也是
叠加的，是加法，而非绝对的、科技般的替代；同时
更要防止文学被其他学科所淹没。
五、过去的文学原理很少关注口传文学，同时

网络文学也大概率尚未进入有关著述者的视野。
但后者具有鲜明的集体创作倾向： 作者在创作过
程中与读者（粉丝或拥趸）的互动。如是，文学从旧
口传到“新口传”的大循环正在形成。
诸如此类，可谓问题多多。 因此，在新时代重

塑文学原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从方法论的角度
看，时至今日，任何概念必须置之于历时性和共时
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坐标方能说明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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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阐释就被定格了。 作者中心论的解读摈弃了差异。
而杀死作者， 我们就可以得出尼采在摆脱上帝之后的感
受：看见一片敞开的大海。 这个大海就是文本。 大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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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has not deviated from Marxism， and still
adheres to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that Marx once elaborated， that is， self-clarification of the struggles and
wishes of the age. This special method of critique is also called immanent critique. From Adorno to Haber-
mas， Honneth and later younger critical theorists， they all support immanent critique. Only b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can we more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logic. Taking the debate between Honneth and Forst as the exampl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ir debate is the debate between Hegelism and Kantianism. When justifying
the normativity of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they did appeal to Hegel and Kant separately， and their mutual
accusations were also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gelism and Kantianism. However， if we limi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debate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bate between Kantianism and Hegelism，
many of their other theoretical insights will be overlooked. Looking at the fundamental concerns and basic
propositions of thei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ed by Marxism”， these insights can be ob-
tained. These insights also have many inspirations for advancing domestic research on Marxism.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can also help to discern its main
problems， that is， the insufficient clarificat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s and power.

Key words： critical theory；immanent critique；Honneth；Forst；justice

Wang Shipeng’s Pragmatism
Zhang Liwen， Dong Kaikai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Wenzhou School （called Yongjia School in ancient times） innovated as the utilitarian

school in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Wenzhou where the utilitarian school was prevalent， Wang Shipeng asked， sought and realized the Tao.
He believed that self cultivation means to do one’s best， instead of talking the talk. Benevolence is the first
importance which with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trust is the positive nature of in the five con-
stant virtues. The good and evil of nature are origina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mind. The gentleman must first
learn the right mind， and then can get into the sage’s way. The spiritual morality is accepted by the group，
which makes the Chinese nation become a nation of rites and ceremonies. This is detailed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Zhou Rituals Illustrated by Wang Shipeng. He believed that the first thing a statecraft should do was
to make a reform and innovation at pres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state administration， private administra-
tion is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As a result， he also wrote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olicy. In addition， he advo-
cated fighting against the state of Jin， and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war and peace，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utilitarian school.

Key words：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Tao； utilitarian learning； resistance to Jin and re-
venge； ruling state and dealing with family politics

One Arc of Discourse：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sources
Chen Zhongy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ruth and falsehood， kindness and malice， beauty and ugliness are always the main coordi-

nates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refore，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have debated for thou-
sand years or even thousands of years on epistemology， axiology and aesthetic dimension. However， due to
the position and method， 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of truth and falsehood， kindness and malice， let alone
beauty and ugliness. There are not only the reasons of the times and society， but also the choice of the na-
tion， group and individual. It is difficult to generaliz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not deny the relative ob-
jective beauty， universal beauty， such as maternal love， love， and even the beauty of natural landscape. In
this way，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can be imagined. On the contrary， this complexit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how to
find the common divisor and concentric circle with both core and extension is the practical issue that the arc
of discourse on literary principles must face， that is， how to highlight the outline of discourse system while
constructing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iplinary system.

Key words： Three systems； discourse； issues

On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Literary Realism Studies
Wang Shour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Realist literature is not “obsolete” or “exhausted”， as some critics claim， but is growing with

plural forms， marked by diversity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time. Current realism studies hav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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